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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绿色转型中环境协作治理探索＊

孙小逸＊＊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也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及

不良的经济、社会后果。从松花江水污染到太湖蓝藻暴发，从大连原油

泄漏到兰州自来水苯超标，重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２０１３年，一场大

规模持续雾霾席卷了我国四分之一国土，约６亿人受影响。①据环保总

局２００６年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 ＧＤＰ的

１０％。②直至２０１５年，虽然状况有所好转，但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

成的经济损失仍占ＧＤＰ的６％。③其中，每年仅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就高达２４００亿元。④除了经济损失之外，环境污染还带来了沉重的健

康代价。环保部２０１４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２．５亿居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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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污染高风险地区，２．８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①环境污染已成为

影响我国公众健康的危险因素之一，与污染相关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持续

上升。②在此背景下，生态与环境治理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然而，环境治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两幅并行交织却截然不同的图景。

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布局，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并由此开启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为切实

推进环境治理与发展，中国政府出台了覆盖大气、水、土壤等主要环境

要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作为主心骨的新环境保护法以其创新范

围之广、改革力度之大被称为“史上最严”。２０１８年，新组建的生态环

境部将分散于多个部委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能进行整合，成为名副其实

的“超级部门”。③２０１５年，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正式启动，用两年时间实

现了３１个省份的全覆盖。④中央政府的环保努力取得显著成效，特别

是“十三五”以来，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大气环境方面，２０１５年全国仅有２１．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而到

２０２０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已达６０％，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上升至８７％。⑤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全国单

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１５年

下降１８．２％，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⑥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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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面，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为８３．４％，比

２０１５年上升２９％；劣Ⅴ类水体的比例为０．６％，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９３％。①

另一方面，随着治理程度的不断深入，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也日益凸显。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环保的口号，但在以ＧＤＰ为核心的政

绩观支配下，缺乏诚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对污染企业实施地方保护，

干预环评审批、环保执法等关键环节。此外，环保部门权责不匹配、资

源保障不到位、政策执行所需信息不充分、公职人员知识与能力不足等

对地方环境治理能力构成明显的制约。２０１７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

记者会上坦言，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仍面临法规制度不健全、部分

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职责落实不到位、环境执法能力不

够等突出问题。②与此同时，公众的环境意识在逐步提升，而对环境质

量的满意度却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一半（５７．６％）的公众认为政府环保工作成效欠佳。其中，１２．２％的公众

认为政府片面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保工作；２２．６％的公众认为政府

对环保工作重视不够且投入不足；２２．８％的公众认为政府虽尽了努力

但效果不佳。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成为当下中国众多社会冲突的

源头之一。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与环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

２９％的增速。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环境污

染是导致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万人以上群体性事

件中占５０％，对社会治理构成严重挑战。④

这两幅图景告诉我们，中国环境治理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与发展

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的力度、

深度、广度不断推进，对地方环境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现有研究大多

从宏观层面考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然而，一条库兹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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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曲线并不足以呈现中国环境治理过程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实施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同地方党政领导与相

关部门推进绿色发展战略的动机、能力与行为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另

一方面，环境保护工作涉及污染企业、环保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个

治理主体，不同主体对国家绿色转型具有不同的观念认知与利益归属，

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应对策略。这两股力量之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环境治理的实际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增进对中国环境治理

的理解，我们需要对地方环境治理进程、成效与问题展开细致考察，深

入揭示环境治理过程中制度发展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构关系，推进环

境治理领域的经验归纳与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本辑文章主要关注

以下问题：国家绿色转型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

市场与社会力量如何看待及应对国家绿色转型？不同治理主体的行为

与互动方式对中国环境治理进程产生何种影响？

二、国家发展绿色转型

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层面始终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１９７２年

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端。１９７９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试行）》。１９８３年召开第二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

确立为基本国策。２００３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

调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

目标，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得到空前提升。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作

出了顶层设计和部署。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为“千年大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

４



■ 国家发展绿色转型中环境协作治理探索

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２０１８年，生态文明

被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绿色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政府通过法规建设、机构改革、资

金投入等方式推动生态与环境保护。第一，法规建设。七十年来，我国

基本形成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覆盖大气、水、土壤、核安全等主要环境

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国已制定环境保护法律３０多部、行政法规

９０多部。其中，作为主心骨的环境保护法于２０１４年通过修订、２０１５年

起正式实施。新环保法切实强化了政府环保责任，加大了污染处罚力

度、开启了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体现了国家系统

治理环境的决心。

第二，机构改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经

历了从无到有，行政层级逐步提升的过程。２０１８年，生态环境部正式

组建，整合了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和

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的环保职能，统一行使污染

监管和生态保护职责。目前中国基本建立了数量庞大、从中央到基层

的环保机构系统。图１、图２分别展示了２０世纪以来我国环保系统机

构和人员的变化趋势。２０１５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为１４８１２个。

其中，国家级机构４５个，省级机构３９８个，地市级环保机构２３１９个，

　　

图１　环保系统机构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２０１１年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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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环保系统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县级环保机构９１５４个，乡镇环保机构２８９６个。２０１５年全国环保系统

人员总数为２３．２万人，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增幅超过６０％。①

第三，资金投入。随着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增加，中国政府对环

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图３展示了２０世纪以来我国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变化趋势。２０１９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图３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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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９１５１．９亿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７２７％。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为５７８６．７亿元，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为６１５．２亿元，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验收环保投资为２７５０．１亿元，分别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

６３．２％、６．７％和３０．０％。①

三、地方环境治理探索

（一）地方政府行为

地方政府负责环境政策的具体实施，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

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以 ＧＤＰ为核心的晋升激励方

式，各地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晋升锦标

赛（周黎安，２００７）。而环境保护则意味着关停污染企业、限制招商引

资、减少财政收入与地方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内在张力。在此背

景下，地方政府往往选择优先发展经济，不惜通过降低环保门槛、干预

环评审批等方式为污染企业开绿灯。于文超、何勤英（２０１３）的研究发

现，地方官员追逐经济增长的动机是导致辖区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重

要因素。在外部监督缺位或失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与污染企业形

成合谋，不仅纵容企业的排污行为，甚至还会出面阻挠环保部门执法，

导致地方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此外，官员任期也是影响环境政策实

施的一项重要因素。有研究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间，各地省委书记和

省长分别发生９４次和８５次变动，平均任职年限分别为３．８８年和

３．８２年（梁平汉、高楠，２０１４）。频繁的职位变动使地方官员较为短视，

缺乏开展长期性工程的意愿。而环境治理恰恰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

的长期性工程，难以在任期内体现治理绩效。

进入２１世纪，中央政府逐步将环保目标与政绩考核挂钩，以提升

地方官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十一五”规划设定了污染物减排约

７

① 《中国环境统计年报》（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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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性指标，并建立环境管理绩效考核机制，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评价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

绩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对未完成环保目标任务或对发生

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进行约谈，实施区域限批，并

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

体系，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研究发现，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晋升的正向作用已经开始

显现，且这种激励作用在经济水平较高、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更为显著

（孙伟增等，２０１４）。各地陆续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显著提高了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促使地方政府实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加大对清洁行

业的扶持力度，从而降低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林婷、谌仁俊，２０２１）。

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对环保考核指标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其环境治理策

略从逐底竞争向策略性模仿转变（张振波，２０２０）。然而，生态化绩效考

核并非一劳永逸，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仍存在诸多问题。沈坤荣、金刚

（２０１８）的研究显示，河长制的实施仅达到水污染治理的初步效果，但并

未有效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由此揭示了地方政府治标不治本的粉饰

性治污行为。面对上级考核压力，地方官员往往与下级政府共谋，通过

操纵统计数据、报喜不报忧等策略进行应对，从而影响环境治理成效

（盛明科、李代明，２０１８）。

为了减少或解决环境政策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采用

了一系列督查机制，通过巡视检查、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约谈和行政问

责等形式对地方政府施压。２０１５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要求全面落实党委、政

府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主体责任，明确建立环保督查机

制。第一轮中央环保督查历时四年，覆盖３１个省份，推动解决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１５万余件、罚款数额达２４．６亿元、行政和刑事拘留

２２６４人。①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

８

① 《新华媒体电讯》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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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旨

在推动中央环保督查向纵深发展。王岭等人（２０１９）的实证研究发现，

环保督查有助于降低空气污染，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环保约谈等

治理措施相比，中央环保督查具有高强制性和高权威性，追责力度更

大，对地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面对这一高压任务，地方政府往往需要

打破常规治理机制，集中调度组织资源和注意力，以运动式治理方式进

行应对，并由此导致一系列后果。一方面，污染治理效果难以持久。督

查组进驻期间，地方官员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应对，短期治理效果显著。

而随着督查组的离开，环境治理效果也趋于减弱，甚至可能出现污染反

弹（李智超等，２０２１）。另一方面，一刀切现象屡禁不止。在环保督查压

力下，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在短期内达到上级的治理标

准，因而只能采用一刀切等极端、粗暴的治理方式，由此引发企业与公

众的不满（庄玉乙、胡蓉，２０２０；崔晶，２０２０）。

（二）企业与社会参与

企业不仅是环境污染的首要生产者，同时也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载

体。对企业而言，其首要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因而在缺乏外部动力的

情况下，企业是不会主动进行污染减排或绿色创新的。这就需要政府

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为企业绿色转

型提供激励。①目前，直接监管、经济规制和声誉激励是敦促企业参与

污染防治的三大推动力。直接监管是指政府采用强制性规制手段迫使

企业减轻污染，具体措施包括出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环

保标准和技术规范，监管企业生产过程，并对违规排放的企业实施行政

处罚。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放松

环境管制标准，纵容污染企业的超标排放行为，影响环境执法的效果。

梁平汉、高楠（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

谋”是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地方领导任期越长，越容易

和污染企业建立“人际网”，从而放松对企业违法排污的监管，且这种情

９

①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研究》（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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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不能通过领导职务变动解决。在此背景下，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

是解决基层环境执法难题的关键所在。张琦等人（２０１９）的研究发现，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２０１２）》的实施激发了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并

进而影响企业环保决策。新标准及其实施方案的发布不仅提高了环保

标准，还使环境数据变得更为透明，不再具有可操纵性，从而促使地方

官员切实开展环境治理。环境治理压力减少了地方政府对高管具有公

职经历企业的庇护，从而显著提升了此类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范子

英、赵仁杰（２０１９）的分析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改善地区环境污

染纠纷司法处理水平，提升地方政府环境行政规制和处罚力度，从而有

效促进环境污染治理。

经济规制是指采用税收、罚款、排污费、环保补助等市场手段引导

与调整企业环保行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采取何种方式

参与污染防治，因而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学者对于通过经济规制的

方式实现污染治理寄予厚望，致力于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

促进环境治理的效用。李青原、肖泽华（２０２０）考察了排污收费和环保

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用，发现排污收费通过外部压力和内部

激励“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环保补助则会鼓励企业迎合政府

的意愿进行环保投资，反而“挤出”了企业用于绿色创新的资源。相反

的，张平等人（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缩

减企业利润，从而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资金投入，而污染治理投

资则有助于明确创新方向，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声誉激

励是指社会舆论和声誉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企业环境表现会影响

企业形象和声誉，投资者和消费者据此对企业进行区分，并采取相应的

支持或反对行动（李万新，２００８）。换言之，环保声誉通过影响企业价值

与盈利能力促使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王云等人（２０１７）的研究发现，媒

体对企业环境污染的负面报道会显著增加企业环保投资，且这种影响

受到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公众与社会组织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了促进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２０１５年颁布的新《环境保护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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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了公众参与的原则，并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设立专章，保障

了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同年，环保部还专

门出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作为新环保法的重要配套细则。

２０１８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施行，旨在规范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然

而在实际运作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仍面临重重阻滞，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完善。比如，《企业事业单位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强制公开和自愿公开

相结合的原则公开环境信息。这种以鼓励自愿为导向的立法方式既没

有规定排污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也没有规定企业违反信息公开

义务的法律责任，企业缺乏充分动力提供相关信息。①由于缺乏明确的

规定，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动辄以“不宜公开”为由

任意缩小信息公开范围，而公众又缺乏便捷、高效的救济渠道。第二，

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现行法律法规以原则性理念为主，对公众参与

的范围、方式、程序等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比如《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办法》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组织

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然而一方面征

求意见是可以而非必须，另一方面也未对公众参与方式作出具体规定。

这就容易让地方政府尽可能选择约束力弱的形式（张紧跟，２０１７）。第

三，缺乏公众参与反馈机制。公众参与以地方政府单向地征求意见为

主，公众主动表达与参与机制仍显不足。此外，对民意是否采纳、采纳

或不采纳的原因说明等缺乏约束性规定，由此降低了公众参与的效能

感（姬亚平，２０１２）。

与此同时，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也有待提

升。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的积极倡导、媒体对环境问题报道的日益增

多、学校、社区等对环境教育的普及，公众的环境意识在不断提升。然

而，公众对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依然较低，环保行为和习惯也尚未养

１１

①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研究》（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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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公众环境知识均值仅为

４．６８分（满分为１０分）。只有１７．７％的公众参与过环保捐款，２２．８％的

公众参加过环境宣传教育活动，高达５５．２％的公众从来没有进行过垃

圾分类。另一方面，我国环保社会组织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民政

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７６．２万个，其中

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仅有６０００多个，占比不到０．１％。①大多数环保组

织规模小、能力弱、专业性不强。调查显示，２２％的环保社会组织没有

专职人员，５９％的专职人员数量在１—９人。１４．５％的环保社会组织年

收入为０，５０％的过去一年收入在５０万以下。②此外，环保社会组织还

面临管理不够规范、质量参差不齐、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由此可见，

公众和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四、篇章介绍

本辑旨在对新时代下中国环境协作治理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

探讨。本辑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环境治理机制

与成效、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为。专题一

探讨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周凌一考察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学习网

络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发现领导特质、资源支持、社会压力与空间邻近

效应等因素会影响地方环境政策的学习行为。王冬萍从倡议联盟的视

角出发，考察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气候政策过程的条件和策略，发现专

业知识与技术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提供了机会。陈浩燊以厌恶性设施

选址为例，考察香港特区政府对社区诉求的回应方式，阐释全过程公众

参与对于化解邻避效应、推动设施建设的关键作用。王文琪、包存宽梳

理了中国环境治理的三重逻辑，从历史、实践和理论三个维度剖析中国

２１

①
②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７年）。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研究》（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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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深层机理。

专题二探讨环境治理机制及其成效。刘梦远、徐菁媛从政策冲突

的角度出发，考察地方政府对高冲突性政策的回应策略，发现目标责任

制、跨部门协同与宣传激励等机制在缓解政策执行冲突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赵岩、王琪以伯明翰城市垃圾治理为例，考察外部环境对个体环

保行为的影响及效果，揭示行为改变理论和助推机制对城市垃圾分类

治理的启示作用。张扬、顾丽梅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污染治

理效果的影响。研究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有助于促进绿色科

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效降低示范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数。

专题三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陈醒、余晓非总结中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状况，发现七个碳交易试点的减排绩效存在

显著的地区性和行业性差异，并据此提出对中国碳交易市场机制设计

的优化路径。李岩等考察中央环保督查对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

影响，发现中央环保督查有助于提升管理类环境信息披露，但绩效类环

境信息披露则具有一定滞后性。孙旭友考察农村企业污染难以根除的

深层原因，发现生计取向的村庄经济模式、经济能人的村庄权威结构与

圈层化导向的村庄社会交往方式构成污染企业制造隐蔽空间的村庄社

会基础。

专题四考察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为。孙小逸、黄荣贵考察互联

网技术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发现个人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环境关心

水平，而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与环境关心水平之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此

外，城市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何晨阳、符阳考察

环境信息公开与污染减排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公开能有效降低污染

物排放，且草根环保组织对信息公开有效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林

文亿等以广州为例，探讨政府激励措施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

为的影响，发现激励措施的不同组合方式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

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吴灵琼考察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处置偏好与社会

阶层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探讨了垃圾分类行为与消费分层、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等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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